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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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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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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自然生态过程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障人居环境质量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进行科学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在重新明确城市生

态基础设施管理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归纳提炼了四项管理原则，并对现有管理类型进行了梳理。 此外，还对生态基础设施管

理涉及的三个关键问题的常见解决方法进行了总结、分类，并对每类方法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讨论。 最后，本文针对此领域的工

作做了进一步展望。 对于现有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问题与方法的整合研究既有利于明确今后研究重点，也为城市生态基础

设施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案例参考。

关键词：生态基础设施；城市管理；核心区域；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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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ｓ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ｗｈｉｃｈ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ＥＩＭ ａ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ｅｘｉｓｔ，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ｕｂ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城市是一类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１］，城市基础设施则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

物质基础［２］。 随着城市扩张带来的“城市病”现象越来越严重，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这一概念逐渐被提出并得

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３⁃５］。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既是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着维持自然生

态过程稳定的功能；又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障人居环境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对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科学管理将直接决定着城市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优劣。 因此，本文从城

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的概念内涵、保护和构建原则、现有管理方法、管理理论基础和模型等方面进行归纳总

结，并进行深入讨论，进而明确今后的研究重点，并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提供经验和样本。

１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及其管理的概念及内涵

１．１　 城市的定义与尺度问题

在科学界，城市的定义从未有过统一的答案，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学科赋予了城市不同的定义［６］。 在生态

学科或环境学科中，我国学者尝试用定量化方法提取城市边界的研究有许多，如夜间灯光数据提取法［７］、碳
排放核算法［８］、全色遥感影像提取法［９⁃１０］、雷达干涉相干系数分析法［１１］ 等，但也并未有统一的结论。 鉴于本

文研究内容的需要，定义城市的范围为市域范围主要是参考行政边界进行划定。 另外针对建成区尺度和社区

尺度等不同尺度存在研究侧重点不同的问题，本文也将对其特点与差异进行论述。
１．２　 生态基础设施的定义与范围

刘海龙等［１２］的研究综述对“生态基础设施”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Ｉ）名词的起源、国内外研究中其

内涵的发展演化过程，以及与“绿色基础设施”（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辨识，其
中也涵盖了我国王如松、俞孔坚等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 李锋等［５］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生态基础设施”
的概念和范围。

简单来说，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包括绿色基础设施（绿地、湿地）和生态化的工程基础设施（生态化手段改

造或替代道路工程、不透水地面、屋顶墙体等），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保

证［５，１２］。 生态基础设施是一个综合的网络体系，对于规划、建设和管理生态城市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评价意义，
因此将生态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提出，目的是保持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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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的内涵

对于管理的定义目前没有统一结果，且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管理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聂法良

等［１３］通过分析统计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管理所做的 ２４ 个定义，发现“职能、资源、目标”出现的频率最高，并
归纳出具有共识性的观点，即“管理是一个过程”。 管理的概念和体系随着与各项学科的交叉应用中不断的

丰富和完善，并有所侧重，在城市生态学领域则产生了城市管理、生态管理、城市生态管理、城市复合生态管理

等概念和体系。 因为注重过程，所以这些概念都会明确管理目标、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方法。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目标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通过对现有生态基础设施重要性进行评估、

合理性进行评价，进而找出问题，设定相应目标；管理对象包括现有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和应成为生态基础设施

的部分；管理方法包括政策引导、市场引导、立法保护等。
本文认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是一个主动的管理过程，不是被动的拟合原有的城市扩张规律和生态

基础设施斑块破碎化的趋势分析，而是需要明确城市增长和扩张过程中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设

施保护和构建的原则，并整合现有的相关管理方法，提出一套针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系统的管理方法与

方案。

２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原则

通过对已有的优秀生态基础设施构建和管理案例［１４⁃１７］进行研究，分析其中的指导思想与核心问题，并结

合前人对生态基础设施构建原则的看法［４］加以梳理总结，最终本文概括性的提炼出了四大核心原则。
２．１　 优先保护原则

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是构成城市大环境生态基础设施网络的核心，也是防止城市无序扩张蔓延的重要

防线，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最基本前提。 因此，优先保护原则旨在通过识别和判断生态基础设施中重要性

高的区域，即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进而优先进行强制性重点保护和永久保留［４］。
２．２　 结构优化原则

已有研究表明，生态网络结构的构建可大幅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１８］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安

全，又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挥更大的价值。 另外，景观生态学中“斑块—廊道—基质”概念已成为此类

领域众多研究的基础［１４，１９⁃２３］。 因此，结构优化原则旨在通过保护和重建重要生态廊道，紧密联系各生态基础

设施核心区，形成绿网、水网等网络体系，进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引导城市发展规划、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２．３　 动态适应性原则

由于城市发展的动态性导致了生态用地逐渐被蚕食的动态性。 城市发展扩张的新增建设用地选址的科

学性会决定对生态基础设施结构和功能影响的程度［１７］。 因此，动态适应性原则旨在保留生态基础设施核心

区域和网络结构的同时，予以城市发展一条对生态基础设施结构和功能影响最小的动态的发展路径，也是生

态基础设施的动态保护路径，有利于为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２．４　 适度干预原则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管理并非一味的保护而拒绝人工的干扰。 事实上，对于脆弱性强的未利用地、硬化

的城市地表等可作为生态基础设施的用地需要一定的人工设计和适当的工程措施才能达到生态基础设施的

要求。 对于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生态基础设施，如城市公园、居住区附属绿地等，在构建过程中也应充分

注重视觉美感，增强其休闲娱乐功能。 另外，屋顶绿化建设成本相对较低，且可以提供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如
缓解热岛效应、降低城市噪音、改善城市景观等，具有推广价值［２４⁃２６］。 因此适度干预原则旨在对于建设和改

造生态基础设施时，适当的进行人工干预，利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和景观学原理、美学原理等科学原理进行优

化，从而提高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

３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类型

由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的复杂性和构建内容的多样性，现阶段关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管理较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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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缺乏系统全面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相应的法律法规也较为缺乏。 目前，对于国内外城市生态基

础设施的管理类型可以总结为两大类：引导式管理和强制性管理。
３．１　 引导式管理

引导式管理主要是通过政府政策引导或市场引导，进而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进行保护和恢复的管理方

法。 政策引导管理的空间尺度往往较大，如区域尺度、市域尺度等，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规划细化才能落实；
市场引导则是依靠经济杠杆，由市场自发的进行调控，周期较长，效果较慢。
３．２　 强制性管理

强制性管理主要是通过相关立法和强制性标准等来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进行强制性保护和修复措施。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落到实地，其涉及空间尺度相对较小或是针对的内容更为单一，例如居住

区尺度、建成区尺度或只针对耕地、湿地、水体等某一项生态基础设施。 由于强制性管理具有法律效力，且指

标范围明确，因此是一类快速有效的管理方法。
引导式管理可在条件成熟时转化成强制性管理。 引导式管理一般属于具有相对明确目标的探索式管理，

需要一段较长的周期深入研究相关理论机理，并进行试点应用，实际验证效果符合预期的才能最终形成强制

性管理的法律条文或行业标准等。 表 １ 归纳了我国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有关的部分较为重要的和最新的管

理政策及其类型。

表 １　 我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相关管理类型与具体政策

Ｔａｂｌｅ １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管理类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管理政策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引导式管理 政策引导 总体规划 国家五年规划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重要生态基础设施 主体功能区规划

专项规划 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

生态功能区划

荣誉称号与奖励 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

技术与导则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市场引导 生态补偿制度

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强制性管理 法律法规 综合性法律法规 环境保护法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重要生态基础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专项法律法规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强制性标准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４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关键内容及对应方法

对于生态基础设施的管理不论是处于摸索期的引导式管理还是已经形成法律条款的强制性管理，都有相

应支持的关键内容与对应方法。 因此本文在概述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及其管理概念、原则和类型的基础上，对
三个关键问题（识别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核算生态基础设施合理面积、优化生态基础设施布局）的常见解

决方法进行了总结、分类，并对每类方法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讨论（表 ２）。 对于现有关键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的

整合研究既有利于明确今后研究重点，也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案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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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关键内容、对应方法分类及其优劣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 ＆ ｃｏｎ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关键内容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方法分类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优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缺点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
识别

直接识别法 简单明确、易于操作 部分边界较难落实到具体坐标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ｕｂｓ 因子叠加识别法

内容全面、因地制宜、指标选取
灵活

部分数据不易获取，工作量大；等
级划分与权重确定主观性较强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合理面积
核算

经验标准法 计算简单、政策支持
地方差异考虑不足；部分指标存在
较大争议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供需平衡法

思路清晰、科学性强；可基于其
他数据预测未来

地方差异较大，结果可比性差；准
确数据不易获取，数据精度不高；
仅考虑单一功能

安全格局法 考虑多种生态功能，综合性强
表达结果多层次，描述主观性大；
阈值确定和阻力值赋值主观性大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布局优化与
构建

属性评价法
内容全面、综合性强；结果分类
分级，得出重要性排序

计算过程繁琐；分类分级阈值难以
确定；构建模型通用性较差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多指标优化法

计算量小；可为多目标决策提供
依据

指数解释受尺度影响大；考虑因素
单一

生态过程法
选择重要生态过程；针对性强、
实用性高

计算复杂、数据量大；对使用者综
合要求高

４．１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识别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应该包括难以移动、难以复制、具有高复合生态价值或开发成本高、开发风险

性大的不适宜进行工业化或城镇化建设的区域以及国家明令保护的区域。 通常，核心区域的确定方法可总结

为以下两种：直接识别法和因子叠加识别法。
相关研究表明，一般可直接划入核心区域的生态基础设施包括：最具生态重要性的大型自然斑块［２０，２１］

（敏感物种栖息地、连续分布超过 １００ 公顷的森林、１００ 公顷以上的原生生态湿地）和国家指定的保护区［１９］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一级地表水

源保护区［２７］）。 事实上，通过研究申报条件可以发现，国家强制性保护的区域，都是具有极高社会———经

济———自然复合生态价值的区域。 另外，除了现有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域的保护，一些人工恢复和构建的生

态基础设施也会成为核心区域得到永久保护。 例如胡洁等［２８］设计的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作为人工新建的

生态基础设施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定位为永久性的城市公共绿地，并对周边提供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
因子叠加识别法，类似千层饼模式［２９］和环境敏感区域模型［３０］，通过筛选易获得且相关性强的因子，获取

其图层进行重要性分类分级［２０］，之后应用 ＧＩＳ 进行叠加计算分析，得到最终的受保护区域。 常见的因子包括

生物多样性、敏感物种分布图、坡度、地面起伏度、工程地质图、土壤深度、植被覆盖度、地质灾害发生图、道路、
水体、人工化程度等［２０，３１］。 以此模型为基础，众多学者分别从生态安全格局［１４，２２，２３］、可持续发展［３２，３３］、土地利

用现状规律［３４，３５］、市域尺度生态经济区划［３１］、生态用地重要性分级［３６，３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和开发风险

性［２０］、生态敏感性与脆弱性［３８，３９］的角度进行研究，表明通过 ＧＩＳ 叠加各因素计算得到的地质灾害易发区、生
态敏感区、生态功能重要区，以及具体的包括坡度较陡或海拔较高的山地、河网、海岸带和连续分布的且具有

较大面积的林地等应成为生态恢复和保护的重点。
综合对比这两种方法，可以发现：直接识别法依据国家相关的保护规定和现有的较为认可的大型自然斑

块，将这些区域直接进行保护规避了复杂的分析过程，简单明确，易于操作，但是此方法现存的最大问题就是

保护边界往往不能落到具体的坐标，导致无法进行严格的保护；因子叠加识别法考虑因素系统全面，因子选取

因地制宜，有较好的灵活性、综合性和科学性，但此方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关于因子的筛选方法、因子图层重要

性分类分级的依据、图层之间叠加的权重等问题目前尚无统一规定，这就造成了模型使用者必须具备扎实的

生态学基础和项目经验，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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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合理面积核算

生态基础设施面积核算方法可以分为三类：经验标准法、供需平衡法和安全格局法。
经验标准法一般遵照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以及参照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进而明确城市生

态基础设施的面积。 此类经验标准总结起来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生态基础设施总量的控制要求，例如

卫生学和防灾防震对城市绿地面积比例的要求［４０］、土耳其发展法对大城市市区范围内和范围外人均开敞空

间的要求［４１］、我国开展生态城市等评定工作时对绿地率、绿化覆盖率等标准；另一类是各个管理部门对于不

同类型生态基础设施的专项要求，例如我国在对绿地规划指标相关标准有最低要求的《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

标的规定》，城市湿地规划则需要在保持自然水系状态的前提下，符合《城市水系规划导则》中对城市水面率

的要求及《城市蓝线管理办法》中对水系的规划管理要求［４２］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供需平衡法是测算合理的生态基础设施面积比较常见的方法，通常选取一种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研究和计算，但并非所有功能都适宜在市域尺度进行供需平衡测算。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４３］ 于

１９９７ 年系统的提出了 １７ 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Ｂｏｌｕｎｄ 和 Ｈｕｎｈａｍｍａｒ［４４］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认为，其中 ６ 项

服务功能（净化空气、减缓热岛效应、噪声削减、雨水内排、污水处理、娱乐与文化价值）在城市范围内尤其重

要，并讨论了对应的生态系统在城市中的面积和价值。 对于碳氧平衡理论，在论证了市域等小尺度研究的合

理性和对于全球尺度碳氧平衡的重要作用［４５］ 之后，许多科学家基于此理论分别根据固定年份城市耗氧

量［４６］、预测人口增长及耗氧量［４７］等进行了静态或动态的计算。 Ｙｉｎ 等［４８］和 Ａｎｄｉｎ 等［４１］则建立了测算碳氧平

衡的模型提高计算准确性。 此外，根据供需平衡原理，Ｂａｇｌｉａｎｉ 等［４９］ 将人类社会的生态需求与自然土地的生

产供给能力通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相结合，来测算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需求。 赵丹等［５０］ 基于生态绿当

量的概念，依据当地日最大降雨量与生态基础设施单位面积饱和蓄水能力的关系，提出了核算城市生态基础

设施合理面积的标准。 Ｌｉ 等［５１］人借助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分别基于生态用地源和建设用地源，模拟阻力面，
计算了符合常州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平衡需求的适宜生态用地占常州城市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第三种方法是基于主要生态过程的安全格局法。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结合了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侧重

生态过程的识别与保护，是一种确立合理的生态基础设施面积的方法［１４，２２］。 目前，应用较多的主要生态过程

包括水文、地质灾害、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游憩过程五大类［１４，５２］。 苏泳娴等［５２］ 在构建佛山市高明区

生态安全格局时还创新的引入了农田安全格局和大气安全格局。 此方法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较为综合的考

虑了城市居民安全和生态过程安全，构建的安全格局在确定了生态基础设施空间分布的同时也得到了适宜的

生态基础设施面积。
现有的三种方法各有优劣。 经验标准法参照已有的经验和标准，其最大的优点是计算简单明确，有政策

支持；缺点在于不同地方的政府由于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的不同导致城市地域的生态用地需求数量规模也不尽

相同，有些评价指标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甚至存在很大的争议。 由于此方法所参考的标准都是科学研究与实证

结果的总结，因此加强相关基础研究，完善基本可靠的科学依据也是制定一些标准的基础。 供需平衡法优点

是针对某项生态服务的需求进行供给性分析，思路清晰，还可预测未来；缺点是现有的计算大多以生态基础设

施提供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核算依据，所核算的阈值难以确定，所选生态功能的代表性强弱有待验证，
另外单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平衡算法也受到诸如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具体算法的多样性、绿地类型的差异

性等因素的较大干扰，影响结果的可靠性。 目前，未见综合考虑多种服务功能进行测算面积比对的研究，因
此，该方法仍有待于进一步综合研究。 安全格局法优点在于生态功能代表性强，以保证重要生态过程为目标，
同时可以确定数量规模与对应空间分布；缺点在于结果表达方式为多层次水平，对于不同水平的描述主观性

较大，且阈值确定的合理性、最小累积阻力模型阻力值的高敏感性，都会对结果有较大影响，所以该领域进一

步研究的重点是提高过程模拟模型的科学性和划分阈值的合理性。
４．３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布局优化与构建

通过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生态基础设施格局的优化与构建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类：属性评价法、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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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优化法和生态过程法。
属性评价法旨在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重要性、适宜性、敏感性），进而评价已识别的生态基础设施，明

确不同区域的价值高低排名，并对评价结果高的区域和结构予以保护和保留。 该方法的特点是针对已经存在

的生态基础设施进行优先保护。 例如，Ｐｅｒｅｉｒａ 等［５３］ 通过计算移除斑块后对连接概率指数（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斑块的相对重要程度。 Ｗｅｂｅｒ 等［２０］在马里兰州构建的绿色基础设施评

价模型给出了辨识斑块和廊道的方法，并分别从生态重要性和开发风险性两个角度整合 ６０ 项指标构建了科

学全面的指标体系用来对识别出的斑块和廊道进行重要性排序，还确定了重点保护区域斑块和廊道分别占重

要性排序结果的比例。
多指标优化法通过构建一系列能体现网络结构优劣的指标或者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指标（如：斑块平均面

积、斑块密度、形状指数、景观破碎度指数、网络闭合度、成本比［１５］），并通过设定不同情景对指标进行计算，最
后选择符合实际情况且可行性强的优化方案。 Ｄａｉ［５４］ 指出城市绿色空间的可达性分析可以通过辨识出城市

中绿色空间服务水平不足的区域，从而对城市绿地的优化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Ｋｏｎｇ 等［５５］在建成区中通过重

力模型给出了判断斑块间相互作用的距离阈值，之后结合最小成本路径分析（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ｃｏｓｔ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和图

论（ｇｒａｐｈ ｔｈｅｏｒｙ）确定了最优的生态基础设施网络布局。 Ｔｅｎｇ 等［５６］ 将模拟的工程花费引入最小累积阻力模

型并综合考虑多种功能，构建了多目标多等级的绿道网络布局，大大增强了结果的实用性。
生态过程法通过综合各种过程模拟模型或构建影响特定生态功能阻力面来判别对这些过程的安全和健

康具有关键意义的源和空间联系，确定阈值并划定该功能的适宜安全格局，最后综合多种生态过程得出综合

生态安全格局。 市域尺度俞孔坚等［１４，２２］在城市规划中提出的“反规划”就是以此为依据，进行不同等级水平

的安全格局识别和构建。 朱强等［５７］则基于生态过程原理，总结了处于不同生态过程、承担不同生态功能的生

态廊道的宽度要求。 建成区内，Ｚｈｏｕ 等［５８］通过流体力学模型对绿色空间释放氧气的扩散过程进行模拟，结
合建成区内建筑密度，计算出了应该增加的绿地面积，并对绿地选点和绿网结构进行了规划。 周媛等［５９］综合

考虑人口密度、空气污染程度和城市热岛效应强度，利用 ＧＩＳ 和多目标区位配置模型（ＬＡ）对沈阳市三环内城

市公园进行了优化选址。
综上所述，属性评价法侧重已有生态基础设施的分级分类和保护，指标选取灵活性和针对性强，评价内容

综合性高；但是对于结果的分类分级阈值难以确定、未有统一规范，另外计算过程较为繁琐，构建出的具体模

型通用性较差。 多指标优化法侧重对新规划的生态基础设施的合理性判断，对于景观指数和图论方法以形成

了较为统一的固定流程，计算量不大，可为多情景多目标提供决策依据；但是该方法单纯依赖理论指数值，考
虑因素较为单一，景观指数值的实际意义也因尺度变化有不同的解释，另外新增的廊道也只有空间位置的确

定，并无廊道宽度的确定标准。 生态过程法可根据不同尺度、选择重要的生态过程分析，灵活性好、针对性强，
既有对现有生态基础设施的保护建议又有对新增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议，还可以对廊道宽度进行指导；但
是在构建模型中，模拟面的阻力值需要人为赋值，缺乏统一赋值标准，另外考虑的过程较多则所需的数据收集

量较大、计算较复杂，对使用者的综合要求较高。

５　 结论与展望

由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所涵盖的内容众多、关系复杂，其管理的优劣对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否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本文以生态基础设施为管理对象，在明确生态基础设施及其管理概念和内涵

的基础上，重点综述了其管理原则、现有管理类型与方法、以及管理的关键内容及对应方法等三个方面，并对

其中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对每类中现有解决方法的优点和缺点进行了分析。
５．１　 建立健全生态基础设施管理方法体系和内容

在管理方法方面，目前我国还处于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的摸索期，相关管理方法较为分散，缺乏系统全面的

生态基础设施管理体系，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 因此，针对生态基础设施管理，形成系统完善的管理体系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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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 在市场引导方面，应努力创新市场引导方式，适当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加强对生态基础设施保护与

恢复工程的监管力度，尽快制定和完善详细的生态补偿策略。 在政策引导方面，应参考借鉴国外土地管理与

生态管理的成功经验，并将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与现有的城市总体规划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同时加速相关科研

成果转化为政策指导。 在强制性行业标准引导方面，要加强监管力度，严格把控初期和最终评审环节，并对违

规项目及其负责人进行严格整改和惩治。
５．２　 整合多尺度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研究

在城市范围内，生态基础设施在不同尺度对城市发展及其居民生活发挥的主要功能也有所差异，因而决

定其面积形状、空间布局、视觉效果等的影响因素也不同。 在市域大尺度，其主要功能是维系自然过程、保持

生态安全，如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持水土、预防地质灾害发生、调节空气等；而在建成区尺度和社区尺度，其主

要功能则是与人紧密相关的，如调节人居环境、降低热岛效应、降低污染和噪声、促进休闲文化、美化视觉景

观；不同尺度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６０］。 因此综合进行多尺度分析，明确不同尺度之间的转换关系，
在制定市域尺度生态基础设施数量和空间布局方案的同时，在建成区尺度和社区尺度对其空间布局和质量进

行优化，对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具有重要意义［６１］。 目前这方面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５．３　 优化生态基础设施构建方案和方法

对于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的三个关键问题，本文已在前面论述了现有常见方法模型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建议。 另外，作为管理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于识别生态基础设施核心区、判断生态基

础设施合理面积及其最优布局通常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但又各有特色。 而对于城市的现状格局进行评价

和优化、对于城市未来发展的合理规划，都基于此内容。 因此，在制定生态基础设施构建方案时，如何理清这

些问题的逻辑顺序，每个问题选用何种方法模型、不同问题之间计算的结果是否有冲突、冲突区域如何解决

等，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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